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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亞泉的啟蒙理性與生態意識

———兼及生態時代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魯樞元
【摘 要】杜亞泉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一位被長期塵封的
學者，他不但是一位普及科學、呼籲民主、開發民智、變革社會的
“百科全書”式的啟蒙者，同時又是一位尊重自然生命、宣導身心
和諧、統整傳統與現代、致力平衡接續發展的卓越思想家。 在激
進主義潮流的遮蔽下，杜亞泉長期以來被國人遺忘，直到上世紀
末纔被“發掘出土”，並受到學界重視。本文試圖立足於啟蒙理性
的複雜性、啟蒙人格的多面性，並在與西方啟蒙思想家比較研究
的基礎上，悉心探究被衆多論者忽視的杜亞泉啟蒙理性中的生態
意識，進而追溯全球生態災難的起因與衍變，探索生態時代東西
方文化交流的新維度、新走向，為地球人類樹立生態型世界觀、走
出生態困境、創建生態文明提供一點參考意見。
【關鍵詞】杜亞泉 啟蒙理性 生態意識 生態時代 東西
方文化交流

生態危機歸根結底是人類的文化危機。
在西方，是由啟蒙理念主導的現代文化走上極端之後的隱患發作；在
東方以及大多發展國家則體現為這一現代文化與本土傳統文化的衝突與
博弈。
縱觀近百年的世界歷史，源自歐洲的啟蒙理念在推動全球現代化的同
時，也將環境災難與生態危機播及全世界。人類原本期待的福音，已經在
很大程度上變成噩夢。看似無關輕重的文化選擇與文化衝突，卻在不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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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決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與後果。
中國，地球上這一龐大的生命共同體，在邁進現代化、全球化的大門
時，原本是有過重大爭議與討論的。這些圍繞文化選向的論爭最終決定了
中國社會發展的去向，如今看來，所得所失已不難分辨。歷史不可能重新
開始，人們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卻有益於對未來社會的想象與籌畫。
杜亞泉，是 ２０ 世紀初中國最早展開的東西方文化論爭中的一位代表
人物，本文試圖以他作為個案，對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交流、對中國現代化
進程中暴露出的某些偏頗與失誤略加闡述。

一、中國傳統社會啟蒙者杜亞泉
杜亞泉，生於 １８７３ 年，卒於 １９３３ 年，浙江紹興人，與梁啟超同庚，與蔡
元培、秋瑾、魯迅同鄉。他 １６ 歲得中秀才，修習於杭州崇文書院，舊學根底
深厚。甲午戰爭後，受時代大潮衝擊，以開啟民智、濟世強國為己任，奮發
自學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並游歷東洋，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生理學、
心理學、醫學以及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語言學諸領域均有所涉
獵。他一生從事教育、編輯、出版事業，當年商務印書館編寫、出版的百餘
種自然科學教科書，皆出自他之手。另有哲學專著《人生哲學》。由他引爆
的 ２０ 世紀初中國首場關於中西文化大論戰，即發生在他擔任 《東方雜誌》
主編期間。
１９３３ 年歲末，
杜亞泉在上海寓所於貧病交集中去世，享年僅 ６０ 歲。杜
亞泉去世之後，胡愈之在悼詞中稱 “先生實不失為中國啟蒙時期的一個典
型學者”，他“没有替遺屬留下物質的遺產，卻已替社會留下無數精神的遺
產” 。他的商務印書館的後繼者在回憶文章中説，與他同代的知識份子都
曾從杜亞泉編著的教科書中取得大量“啟蒙知識”。
在中國近現代，杜亞泉是一位繼容閎、嚴復之後，胡適、梁漱溟、張君勱
之前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啟蒙思想集中表現在“引進科學、開發民智、變革
人心、改良社會”，尤其在“引進科學”、“變革人心”方面成績卓著。直到去
世當年，他雖然疾病纏身，仍變賣家產，籌資編印 《小學自然科詞書》，全書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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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０、１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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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羅了天文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礦物學、地理學、生物學、衛生學、工
程學，以及農業、森林、製造、建築、食品、攝影等二十多個門類的基礎知識，
被胡愈之譽為“中國科學界的先驅”。就向國民普及科學知識、科學觀念的
實績而言，在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中，應無出其右者。“就近代中國的知識
更新和觀念進化而言，其影響尤為深遠，它不僅一般地滿足了世紀之初興
學浪潮對自然科學教科書的迫切需要，而且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知識結
構，並進而推動新舊知識的更替和思想觀念的進化，對近代科學觀念的形
成和科學精神的確立具有重大的啟蒙意義。”
遺憾的是，杜亞泉，這樣一位富有實績的啟蒙思想家，在此後波瀾起伏
的中國社會變革中竟然很快被忽略、被遺忘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史著作中
看不到他的身影，即使論述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之爭的書中也很少提
到他。
杜亞泉被埋没多年後再次“出土”，已是他去世 ６０ 年之後、當代中國改
革開放方興未艾之際，對此做出重大奉獻的是宣導“新啟蒙”的思想家王元
化及史學家許紀霖。此後，在中國學術界曾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 “杜亞泉
熱”，１９９３ 年在杜亞泉的家鄉紹興上虞舉辦了紀念杜亞泉誕辰 １２０ 周年全
國學術研討會，接著相繼出版了《杜亞泉文選》、《杜亞泉文存》、《杜亞泉著
作兩種》、杜亞泉評論集《一溪集》、《杜亞泉重要思想概覽》，同時發表了不
少研究文章，並出版了浙江大學高力克教授研究杜亞泉思想的力作 《調適
的智慧》。
一個甲子過後，杜亞泉重現於中國思想界的視野，大多學者認可了王
元化對他的定位：“他在胡適之前，首開以科學方法治學的風氣”，“他不僅
是啟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在東西文化之間“主張温和和漸進改
革的理論 ” ，寄望於 “從傳統資源中發掘新舊調和觀點 ”以變革中國
社會 。
但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的進程基本上為激進革命派掌控，對
於西方現代文化，力倡全盤接受；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從根本上取締。
以政治革命取代社會改良成為時代大趨勢，已容不得任何“折中”、“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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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漸進”思想的存在。因此，在“五四”運動前夕爆發的那場東西方
文化論戰中，杜亞泉竟被革命陣營的主將陳獨秀斥為維護封建名教綱常的
保守主義者、謀叛共和的反動分子 。十年過後，中國革命形勢趨於更加激
烈，原先位於“左翼領袖”的陳獨秀已被視為“右傾”，本已經屬於“右翼”的
杜亞泉自然就更加邊緣化。加上他慣常的那身長袍馬褂、秋帽布履的服
飾，“時代落伍者”的頭銜儼然已被坐實。此後，在風急浪高的中國思想文
化界就再也見不到他的身影。
時過 ６０ 年，中國學界重提杜亞泉並非簡單地為這位啟蒙學者恢復名
譽，而是具有顯著現實意義的。王元化在通讀了杜亞泉當年留下的文字後
竟發出如此感慨：我們現在思考的很多問題，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
“五四”以來的近百年裏，事實一再證明，激進主義的革命思潮即使初
心良苦，一旦失去多元因素的制約與抗衡，就注定陷入劇烈的錯謬之境。
近百年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庸俗淺薄的社會進
化論，包治百病的科學主義，獨尊一説的教條主義，粗暴武斷的鬥爭哲學通
過形形色色政治運動的方式，不知給現代化進程中的中華民族帶來幾多挫
折和災難。６０ 年後在重新評價杜亞泉的不幸遭遇時，有學者以“萬山不許
一溪奔”相喻，失去溪水滋潤的山川，只能淪為一片精神的荒漠。
歷史學家許紀霖認為 “五四實際是一個多元的、各種現代性思潮相互
衝突的啟蒙運動” ，以杜亞泉和 《東方雜誌》為代表的是 “另一種啟蒙，一
種温和的、中庸的啟蒙”，“激進的啟蒙與温和的啟蒙、轉化的模式與調適的
模式，其複雜的關係和歷史功過究竟如何，可以進一步討論，但絶對不是一
個進步與落後的機械思維可以概括。二者之間，並非啟蒙與反啟蒙的對
立，而是啟蒙陣營中的分歧” 。這使我想到同是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伏爾泰
與盧梭，熱衷於政治鬥爭的陳獨秀神似伏爾泰，乃至羅伯斯庇爾；而杜亞泉
則與謙和、清醒的盧梭擁有更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對如日中天的科學主義、
專制主義保持沉著的批判態度。歷史最終證明，看似柔弱的盧梭比叱吒風
雲的伏爾泰、羅伯斯庇爾更具生命力。據傳，歌德曾經做出過這樣的判斷：
“伏爾泰標誌著舊世界的結束，盧梭代表了新世界的誕生。” 我們是否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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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８７ 頁。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４９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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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套用一下歌德的句式：陳獨秀為埋葬舊世界燃起一把烈火，而杜亞泉則
為尚未到來的新時代添加一抹晨曦。
這裏説的“新時代”，是指啟蒙運動、工業革命開創的“現代社會”之後
的這個時代。人們往往把這個時代籠統地稱作“後現代”，我認定這應該是
一個“生態時代”。單向度的，激進式的啟蒙理念正是釀成當今全球生態危
機的源頭，而杜亞泉力倡的多元的、中庸的、調和的、統整的，接續的、漸進
的啟蒙理念中，或許就已經包含了生態社會的因數。陳獨秀等人單向度的
啟蒙者屬於他們自己身處的那個時代，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而杜亞泉以
及與他類似的一些思想者，如比他晚生 ２０ 年的梁漱溟，都有可能已經超越
了他們身處的那個時代，成為他們身後那個時代的預言者。我希望沿著這
一方向探討下去，以發現杜亞泉啟蒙理性中的生態意識與生態精神。

二、啟蒙思想家杜亞泉的生態意識
美國漢學家艾愷 （Ｇｕｙ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Ａｌｉｔｔｏ）將啟蒙理性扼要地概括為六個
字“擅理性，役自然” ，“啟蒙理性”的集中體現即現代科學技術。啟蒙理
性將人置於自然之外、之上，憑藉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開發自然，役使自
然，為自己源源不絶地獲取福利，長期以來已經對自然造成嚴重傷害，同時
也破壞了人類自己生存的環境，污染了人類自己的心靈與精神世界，在地
球上釀成日益嚴重的生態災難。
若是從以上視角看，啟蒙理性與生態精神似乎是完全對立的，甚至是
敵對的。以塞亞·伯林（Ｉｓａｉａｎ Ｂｅｒｌｉｎ）在論及啟蒙時代那些傑出的、位居主
流的思想家時指出：伏爾泰把哲學變成了解剖工具，狄德羅把社會生活視
為“巨大的製作工廠” ，洛克把 “心理”當作 “被動的貯存器” ，１８ 世紀的
這些哲學家們試圖讓世界的一切事物都遵循牛頓的物理學定律，認定憑藉
自然科學人們就能夠解決時代面臨的一切問題。
伯林在他的書中一再指出：“導致了 １８ 世紀思想中最光輝燦爛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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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艾愷：《世界範圍内的反現代化思潮》，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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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同時也導致了敗壞這種洞見的重大謬誤，即以科學證明哲學。” 在伯林
看來，１８ 世紀這些思想家的“科學崇拜心理”儘管一時發揮了顯而易見的效
用，歸根結底卻是“虚妄不實”的，並且隱埋下重大失誤。伯林在他的這本
書中依次評點了洛克、伏爾泰、貝克萊、休漠、孔狄亞、哈曼諸多啟蒙思想
家，卻没有提到大名鼎鼎的盧梭，或許，他也是把盧梭作為一個啟蒙思想界
的“異類”對待的，盧梭的思想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另樹旗幟，在某種意義上
預言了時代將釀成的那些謬誤。
中國的啟蒙者杜亞泉是否也是如此？
杜亞泉雖然博學多聞，熟悉當時的自然、人文諸多學科的理論知識，但
從其現存的著作中未見他明確地講到生態學。他在其 《人生哲學》一書中
論及生物的發生與進化時曾提到的生物學家恩斯特 · 赫克爾 （Ｅ · Ｈ ·
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８３４—１９１９），
今譯海克爾，乃最初為“生態學”命名的生物學家 。
那時，即使在西方，生態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僅剛剛出現。在《杜亞泉
文存》中，杜亞泉曾兩處説到“生態”，一處為：“農作苦於某種害蟲，則為之
演講某種蟲之生態及驅除之方。” 另一處為：“一切生物，其機官之發達，生
態之變遷，奚為本能之所發展，而非出於知能作用者。” 這裏講到的 “生
態”，乃指生物體的“生存狀態”，與生態學研究的對象相關，但並非嚴格意
義上的生態學概念。儘管如此，從現代生態學的視野看來，我們仍然不難
發現，較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主流啟蒙思想家，杜亞泉的著作中展現
的生態觀念、生態意識、生態精神仍然是十分豐富與顯突的。
現代生態學是一門研究生物體與其生存環境之間交互關係、及生物體
彼此間交互關係的學科。最初僅僅被局限於動物、植物界，直到 ２０ 世紀中
期，當生態災難已經釀成普遍危機時，生態學纔開始轉向人類社會及人類
精神領域，被學術界稱作“生態學的人文轉向”。生態學的核心觀念是世界
的整體性，人與自然萬物是一個有機整體，世界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聯繫
與多元共生作用，並在不斷生發演替的過程中維護著生態系統的持續
平衡。
對照上述生態學觀念，杜亞泉的生態意識、生態精神内涵表現在下邊
①

②

③

④

［英］塞亞·伯林：《啟蒙的時代》，第 １４ 頁。
《杜亞泉著作兩種》，北京：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４３ 頁。
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３３５ 頁。
③ 許紀霖、
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１７６ 頁。
④ 許紀霖、
①
②

杜亞泉的啟蒙理性與生態意識 ·２６３·

諸多方面。
（ 一） 杜亞泉認定人與其它生物同類共祖， 相依相生， 處於同一生存循
環之中，更宜相親相愛。

吾嘗思物競之理矣，動物非食植物不生，人類非食動植物不生，則
吾人之殘害動植物也亦太忍，而獨至人與人則雖日日肆其有形無形之
競爭，而講群學者則必以愛其同類為鵠的。 夫人與人之宜相親相愛，
固亦天理所當然。但何以人與人宜相親相愛，而於動物植物，則待之
若不必親愛而可殘暴也？ 以為人與人為同類共祖也，宜愛之親之也。
則人為脊椎動物之一類，而他之脊椎動物即吾類也；人又為動物中之
一類，則動物皆吾同類也；人為生物中之一類，則凡生物皆吾同類也。
以為同類者亦不妨殘暴，則人與人亦不過同類也耳。 親愛之宜也，則
親愛亦無極；殘暴而可也，則殘暴亦無極。
①

杜亞泉的這段話發表在他主編的《普通學報》１９０１ 年第 ２ 期上，這時恩
斯特·海克爾還健在，而生態學尚未成型。杜亞泉的這段話其實就已經道
出生態學的核心觀念，世界上所有生物，包括人類在内都是一個有機整體，
都存在於一個綿延不絶的系統之中。及至晚年，杜亞泉似乎對於生態學的
原理有了更多的瞭解，在《人生哲學》一書中，不但花費許多筆墨闡述生物
體與環境的關係，甚至還曾論及生物鏈中的碳循環：“没有植物的積貯，動
物就没得消耗；但没有動物的消耗，空氣中碳氣缺乏，植物也就不能營同化
作用。可見動植物是相依為命的。” 同時，他對人類與自然萬物在同一個
大的系統中循環演進也做出了更為確切的表述：“人類的生命，決不孤立於
其它生命之外；一切生物，皆互相結合，同循此偉大的衝動而進行。動物立
於植物之上，人類又立於一切動植之上，為共同進行的一大軍隊。” 杜亞泉
的這些論述看似常識，實則皆為生態學學科中的基本原則。
②

③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５ 頁。
《杜亞泉著作兩種》，第 ２１ 頁。
第 １３４ 頁。
③ 《杜亞泉著作兩種》，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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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杜亞泉特别強調宇宙間萬事萬物通過 “ 調適 ” 、 “ 協同 ” 達成的
“ 統整性” ，即多元的對立統一。

杜亞泉並不否認世界萬物之間存在著分化、對立與競爭，但他更看重
的是分化、對立與競爭的各方通過“調適”達成“統整”，“宇宙進化之理法，
為分化與統整 ”，“統整無止境，即進化之無止境也，此宇宙進化之大意
也” 。他否認“叢林法則”僅只一味的對立與競爭，而協力與合作纔是自
然界的根本法則：“人類之趨向於協力，若男女之要求，若陰陽之相翕，終非
人力所能抵抗。” 只有將“生存競爭”與“生存協力”統一起來，纔能使事物
進入平衡、和諧狀態。只有將“統整”作為最終目的，世界萬物，包括人類在
内，纔能結成一個共存共榮的生命共同體。
而達成統整的途徑則是 “中和 ”，扣其兩端，適當妥協，相互寬容，存
異求同，行“中庸之道”。具體到某一社會問題，比如 “進步黨 ”與 “保守
黨”，他認為各有利弊，如“車之兩輪 ”、“鳥之兩翼 ”，缺一不可，只有整合
一體纔能正常行進 。又如“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本處極端矛盾之地”，也
並非不能“交互提攜”、“協同以進行”，“天下事理，絶非一種主義所能包涵
盡淨” 。
杜亞泉去世後，蔡元培在總結其一生行狀時指出：
①

②

③

④

先生既以科學的方法研求哲理，故週評審慎，力避偏宕，對於各種
學説，往往執兩端而取其中，如唯物與唯心，個人與社會，歐化與國粹，
國粹中之漢學與宋學，動機論與功利論，樂天觀與厭世觀，種種相對的
主張，無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長而調和之；於倫理主義取普泛的完成
主義，於人生觀取改善觀，皆其折衷的綜合的哲學見解也。 先生之行
己與處世，亦可以此推知之。
⑤

蔡元培不僅是杜亞泉的同鄉、同事，更堪稱推心置腹的“知己”。
同是“異類啟蒙者”，與杜亞泉推崇“統整”相似，法國的盧梭看重的是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５０、５１ 頁。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２１ 頁。
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１４１ 頁。
③ 許紀霖、
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３０ 頁。
④ 許紀霖、
田建業編：《一溪集》，第 ８ 頁。
⑤ 許紀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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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ｄｅｐ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ｏｌｅｎｅｓｓ）。盧梭的“整全”面對的是人類社會在“文
明”與“自然”之間的悖逆與對立，“在一個被人類文明敗壞的墮落社會中如
何可能保存天性，過上一種符合自然的生活” 。杜亞泉與盧梭在求取人生
與社會的和諧、完善上思路是一致的。
①

（ 三） 杜亞泉對 於 “ 科 學 至 上 ” 、 “ 科 學 萬 能 ” 、 “ 科 學 救 國 ” 的 審 視 與
警惕。

在現代社會經濟體制下，“科學技術的進步”往往又催生出許多生態災
難，因此“科學技術”本身常常受到質疑，類似的故事就曾發生在美國記者
瑞秋·卡遜（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的生態批評名著《寂靜的春天》裏。
清末民初，中國最早的一批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幾乎衆口一詞地讚頌著
“科學至上”、“科學萬能”、“科學救國”，而杜亞泉卻已清醒地注意到科學
問題的複雜性、局限性。從現存資料看，杜亞泉對 “科學主義”的審視並不
像當代生態批評家那樣將矛頭指向由科學技術高速發展釀成的資源枯竭、
大氣升温、環境污染等自然界的病變。因為在當時的中國，這些生態災難
尚未呈現。杜亞泉對科學主義的警惕，仍然是從他的“統整”、“調適”觀念
出發的。在他的心目中，人類世界是由物理、生理、倫理、心理諸多層面構
成的有機整體，相互聯繫而又相互區别，不能相互取代，因而就不能指望單
靠“科學”包治百病、解決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杜亞泉鄭重指出：
希望明白科學的，不要做 “科學萬能”的迷想。世界事物，在現世
科學的範圍以内者，不過一部分。 科學家的責任，在把科學的範圍擴
大起來。若説“世界事事物物都不能出了科學的範圍”，這句話，就是
不明白科學的人所講。
②

對此，學者高立克評述到：“杜亞泉的科學觀中貫穿著一種承認科學和
人類知識能力之有限性的‘理智的謙虚’，而與五四流行之科學主義思潮的
僭妄相映成趣。” 不只 “理智的謙虚 ”，更為難得的還有思維的深刻與縝
③

［英］凱利：《盧梭的榜樣人生》，北京：華夏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３９ 頁。
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 １４７ 頁。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４３ 頁。
③ 高力克：《調適的智慧》，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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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杜亞泉在其《人生哲學》一書中敏鋭地指出：
科學雖征服自然，使自然為人類所有，而人類的精神轉因此喪失。
本來希望人制馭自然，實際上為自然制馭人類。
①

數十年過後，當科學真的已經在很大程度上 “征服自然”後，系統論創
始人貝塔朗菲（Ｌ． Ｖ． 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悲慘地指出：“我們已經征服了世界，但是
卻在征途中的某個地方喪失了靈魂！” 這似乎也應驗了早先盧梭的判斷：
“在一個領域裏的進步，必不可免地伴隨著在另一個領域裏的倒退。” 啟蒙
運動以來三百年的歷史，中國現代化的百年歷史都已經説明：科學技術飛
速發展，物質生活日漸豐富，社會的道德倫理水準並未隨之提升，甚至不升
反降，而生態環境比起三百年前不知惡化了多少倍！
②

③

（ 四） 杜亞泉認為物質主義、功利主義、 消費主義、 拜金主義暴殄天物、
敗壞社會風氣、荼毒人的心靈。

民國初建，老中華帝國積弱已久，急需振興實業、發展經濟。杜亞泉對
此並無異議，自己也曾指導親朋建工廠，開商店。但作為一位持有機整體
性思維的學者，一位注重調適漸進的啟蒙思想家，他從一開始就注意到單
一向度的憑藉刺激消費發展經濟，將破壞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平衡，給社會
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傷。民國初建不久，中國社會剛剛開始對外開放，奢靡
之風即開始流播蔓延，杜亞泉對此充滿憂慮：
暴殄之天物，浪擲之金錢，何可限量。地產之所出，既以供無謂之
取求，人力之所造，又復偏重於淫巧之物品，而純正之產業，寶貴之人
工，轉不克完其正當之效用，以增益國富。且一度領略奢華之後，決不
能復安於淡泊，苟其失之，亦必榨取豪奪，行險僥倖，以求復得焉。
④

杜亞泉已經隱約感到，國内興起的此類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
《杜亞泉著作兩種》，第 １１ 頁。
［奥］貝塔朗菲、［美］拉維奥萊特：《人的系統觀》，第 １９ 頁。
第 ８ 頁。
③ ［法］亨利·古耶：《盧梭與伏爾泰》，
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３１５ 頁。
④ 許紀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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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西方現代社會的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是有缺陷的，並不完全適合
中國的國情：
今日社會中之歡迎物質文明，仿效歐美奢侈之生活者，實破壞其
社會之特質，而自速其滅亡 …… 縱慾之國民，常失其奮鬥之能力。 覽
六朝之興替，觀羅馬之衰亡，俱足為社會之殷鑒。 今日歐美社會中文
明病之流行，識者亦抱無限之隱憂，蓋為此也。吾東亞人民，欲於歐風
美雨之中，免社會之飄摇，亦惟有保持其克己之特質，以養成其奮鬥之
精神而已。
①

在杜亞泉看來，鑒於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可勉強效尤西洋，不應為西洋
物質文明所眩惑，“論進化之大原，謂為由於慾望之向上，無寧謂為由於勤
儉所積貯之較為中理也” 。他主張維持傳統的勤儉樸素之風，讓科學技
術、經濟生產為下層社會廣大民衆日常生活服務，而不可用鼓勵奢侈性、冗
餘性消費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
一百年前的杜亞泉不可能具備清晰、明確的生態學理論知識，他的憂
慮也僅只停留在“奢侈消費”引發的社會問題上，他自己提出的經濟學理論
也是樸素的，即消費不是無止境的，消費不應成為少數人謀取金錢與財富
的手段，而應當服務於人民大衆實際的生活日用。一百年過後，杜亞泉擔
心並拒斥的歐美消費觀念不但没有受到遏止，反而成為一種 “全球化的意
識形態”風行世界，在杜亞泉自己的國度，如今 “消費”的指數已經領先世
界，據貝恩諮詢機構最近發佈的“全球奢侈品市場年度報告”披露，２０１８ 年
中國已經佔據全球個人奢侈品消費市場的 ３３％ ，遠超歐洲與美國，更是日
本的三倍。而且消費者還在迅速年輕化 。
當代生態批評家布浪（Ｌｅｓｔｅｒ Ｒ． Ｂｒｏｗｎ）警告世人：“我們正在掏空地球
的自然資源來刺激消費。我們有半數的人生活在地下水位下降、水井乾涸
的國家。有三分之一的農田土壤流失超過新土壤形成，土地的肥力在逐步
喪失。全世界不斷增長的牛羊大軍，正在將廣袤的草原變成沙漠。我們砍
②

③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２８８ 頁。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３１３ 頁。
③ 見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南方週末》相關報導。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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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森林來擴大農業耕地、生產木材和紙張，使森林每年萎縮 ５３０ 萬公頃。五
分之四的海洋漁場因滿負荷或過度捕撈面臨崩潰。”
長此以往，不但導致地球生態系統的崩潰，還將導致人種的退化衰敗。
回望當年杜亞泉的憂慮，就不難看出他那“簡陋”的經濟學主張中藴含的生
態智慧。
①

（ 五） 杜亞泉認為“ 物質救國” 的結果不但傷及山水森林， 還將招致 “ 精
神破產” ，並因此宣導精神救世。

在日益深入的世界生態運動中，人們在驚呼自然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
同時，發現人們的精神狀態也在隨之惡化。雅斯貝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將其視
為“技術進步”中的“精神萎縮” ，貝塔朗菲將其看作人類精神世界中符號
系統的迷狂和紊亂 ；比利時生態學教授 Ｐ ·迪維諾（Ｐ． Ｄｕｒｉｇｎｅａｕｄ）明確的
將其稱作“精神污染” 。在上述諸位西方思想家之前，中國近代啟蒙者杜
亞泉就已經對這一問題做出不少論述。他指出：奢侈型消費無端損耗了珍
貴的自然資源，結果反而招致國民精神破產，“湖海森林，無不經吾人之搜
索，一條之河，一丘之山，無或免吾人之穿鑿。吾人之一軀，其所需何如是
之夥耶！實則吾人非為應其需要而營衣食住，乃為滿足其功名心與虚榮心
而營其衣食住。” “人類在世，決不僅僅解決衣食住等物質生活，畢其生活
能事，如道德、科學、藝術等，均為吾人精神生活的要求。此等精神生活，當
不受物質生活的拘束，獨立進行，自由表現。” “精神文明之優勢，不能以富
強貴賤為衡。”針對中國社會鼎革之後呈現的種種“精神破產之情況”，如權
利競爭，唯利是圖，貪享奢侈，縱情食色，昨為民党今作官僚，早擁共和夕擁
帝制，改節變倫不以為羞，投機鑽營自以為智，他厲聲驚呼：“吾國之鶴 （指
精神追求，引者注），已斃於物質的彈丸之下矣！” “中華民國將變為動物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萊斯特·Ｒ·布朗：《崩潰邊緣的世界》，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
４ 頁。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３０ 頁。
② ［德］卡爾·雅斯貝斯著：《時代的精神狀況》，
第 ２５—２８ 頁。
③ 參見［奥］馮·貝塔朗菲：《人的系統觀》，
北京：科學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３３３ 頁。
④ Ｐ． 迪維諾：《生態學概論》，
第 ２４２ 頁。
⑤ 《杜亞泉著作兩種》，
第 １３ 頁。
⑥ 《杜亞泉著作兩種》，
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３６６ 頁。
⑦ 許紀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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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藪澤。” 杜亞泉對於“科學”、“實業”的瞭解並不比當時的主流啟蒙思想
家少，但他仍然不相信僅僅依靠“科學”與“實業”就可以救中國，反而提出
“精神救國論”。“蓋近數十年中，吾國民所得宣導之物質救國論，將釀成物
質亡國之事實，反其道而蔽之，則精神救國論之本旨也。”
杜亞泉在宣導“精神救世”、“精神救國”時，把古羅馬時期的斯葛多學
派的思想家塞湼卡（Ｓｅｎｅｃａ）奉為楷模，將其 《幸福論》作為中國 “救時之良
藥”。而《幸福論》的主旨，即：“使形體服從於精神，肉身服從於靈魂，為得
全幸福之道。” 當時，生態學的奠基人海克爾的著作已經由馬君武、劉文典
翻譯出版，其中《宇宙之謎》一書中寫道：１９ 世紀的自然科學不僅在理論上
取得驚人的進步，而且在技術、工業、交通等世紀應用過程中也取得了極為
豐碩的成果，然而“在精神生活和社會關係這樣重要的領域裏，與過去世紀
相比，我們卻取得很少或者乾脆没有取得什麽進步，甚至令人遺憾地出現
某些嚴重的倒退。這種明顯的矛盾，不僅使人產生一種内部支離破碎、虚
妄荒謬的令人厭惡的感覺，而且還會在政治與社會領域裏引起重大災難的
危險” 。
杜亞泉應該是看過海克爾的書的，並把這一觀點視為西方人對物質主
義的反思告誡給中國社會的主流啟蒙思想家們，可惜並未得到認可。而海
克爾在 １９ 世紀最後一年做出的這一論斷很快就被 ２０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所證實。如果考慮到 ２０ 世紀世界以及中國社會政治中發生的一系列慘
劇，回頭再看杜亞泉大聲疾呼的“精神救世”、“精神救國”的主張，就不得不
承認他作為一位思想者的嚴肅性與前瞻性。二戰後，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
諾德·湯因比（Ａｒｎｏｌｄ Ｔｏｙｎｂｅｅ）明確指出：“要根治現代社會的弊病，只能
依靠來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 湯因比將 “精神革命”視為人類為
地球生態解困的唯一途徑，這與杜亞泉當年呼籲的 “精神救國”、“精神救
時”也是一致的。
杜亞泉“精神救國”的宣導，莫説在當時，即使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當
代中國，也難免被視為書生之議。然而，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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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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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５４ 頁。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２３８ 頁。
第 ４ 頁。
③ ［法］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
［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１９８５ 年版，
④ ［英］湯因比、
第 ５６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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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力即使達到世界前列，如果思想貧瘠，信仰全無，道德滑坡，民生涣
散，也還是難以成為世界強國的。
以上五點，是我對中國啟蒙運動的先驅杜亞泉學術思想中生態精神的
發掘。其實，杜亞泉當年所關注的而如今已經成為嚴重生態問題的，還不
止於這些。如他對忽視農村文化建設、過度城市化的擔憂：
田野生活者，富國之源泉，物質文明之生產地也。近今歐美各國，
每以人民群集都會，引為文明過盛之隱憂。吾國文明，尚在幼稚，而都
市生活之趨勢，已露端倪，亦宜杜漸防微，力為禁遏，夫然後受物質之
利而不承其弊也。
①

況近今農民，咸慕都會之繁華，工業之安逸，有日趨都會之傾向。
苟不急為補救，使住居田舍者稍得慰藉之途，則優良者將輕棄其鄉里，
别營城市之生涯，劣下者或愈即於畸邪，流為賭博之征途，馴至田野荒
蕪，風俗墮壞。
②

為此，他宣導在鄉村開發民智，普及新知，建立機構，改良民生，“隨時
勢之需要，寓教於樂，使農民略有相當之知識，以應外界之潮流” 。
又如，他認為中國的官場制度弊端嚴重，政治生態日益敗壞，如不痛加
改良將禍國殃民。
③

人民重視官吏，其危害之及於國家甚大。 直接之影響，使國家之
政治不安，間接之影響，使社會之實業不振，其關係可得而言焉。蓋人
民既視官吏為最優之職業，則必努力以造成官吏之人才，教育乃首承
其弊……而一般人民，且以登第學生之多寡，定學校之價值。 試驗之
成績如何，為學校之死活問題，於此而欲施正當之教育，殆無可望。風
氣所趨，年年歲歲，制出多數之官吏候補者，供過於求，無待言矣。 此
等多餘之官吏，其學問志願，除政治生涯外，不適於他種之職業，即或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２７４ 頁。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３３３ 頁。
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３３５ 頁。
③ 許紀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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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校教師，或為新聞記者，亦無非鼓吹政治主義，挑撥政治感情，使
政治風潮，波及學校，政治新聞彌漫於城市而已。
①

杜亞泉的這段話已經深刻地涉及中國在教育體制、價值導向、官場生
態方面存在的頑疾，他提出的改良措施是“裁減冗員”、“簡放政務”、“劃除
官威”、“釐訂官俸”，讓官員“謹身修己亦貢獻國家”，讓民衆“平等視官”以
做好自己的營生。杜亞泉的這些建議，對於今日中國政治生態、教育生態
仍具有現實意義。
究竟出於什麽原因，使清末民初的杜亞泉在中國社會剛剛跨進現代化
的門檻，就讓他意識到現代性存在的嚴重問題，並由此發表許多如今看來
甚具“生態批評精神”的言論，從而使他成為中國獨樹一幟的啟蒙者。
我想到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他對西方哲學與現代科學有著多方面的認知與把握。
杜亞泉不是某一學科的專家，他的知識空間具有廣泛的跨學科性，幾
乎跨越他那個時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方方面面。並且，他對
西方近現代思想家如達爾文、斯賓塞、伏爾泰、盧梭、貝克萊、休謨、孔德、康
得、孟德斯鳩、海克爾、黑格爾、馮特、詹姆斯、托爾斯泰、羅曼 · 羅蘭、叔本
華等人的思想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吸納。他還曾一度游學日本。這不但使
他擁有了科學與哲學的開闊視野，也使他具備了反思性的思維方式。在現
代諸多學科門類中，杜亞泉對海克爾的生物學、叔本華的生命哲學、威廉·
詹姆斯的機能主義心理學，塞涅卡的倫理學情有獨鍾，在我看來，這些學科
與當代生態學及生態批評、環保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對杜亞泉生
態意識的形成起到明顯的作用。
二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滋養。
杜亞泉從童蒙時代即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青年時代中秀才，於
經史子集、訓詁音韻之學均有悉心研究。形成於漫長農業社會的中國傳統
文化，其核心實為人與自然合一的生態文化。杜亞泉對此是認同的，他説
過中國傳統文化“一切皆注重於自然”，“以自然為善，一切皆以天意，遵天
命，循天理，”“我國人之文明為順自然的” 。這個傳統文化中藴含的 “生
②

①
②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２６７ 頁。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３３９ 頁。

·２７２· 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二輯

生為易”、“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物與民胞”、“抱樸懷素 ”、“知白守
黑”、“無為而無不為”等等生態精神注定對杜亞泉產生過潛移默化的作用。
西方現代科學中的生態理念與古代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底藴相結合，是
杜亞泉生態意識產生的重要成因。當然，對於西方現代文化，他不一味順
從；對於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他也並不一味地膜拜，而是有所揚棄。比如
中國傳統道德中的“克己”，從好的一面説，養成了民族重内輕外，重精神輕
物質的優良品性，但一味“克己”又使國民才智内縮、畏葸苟且、求逸避險、
卑曲萎靡，理想的人格則為“保持克己之特質，養成奮鬥之精神” 。杜亞泉
熱衷西方科學卻不忘科學之懷疑精神，珍愛民族傳統文化，始終秉持“扣其
兩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這也是當代生態運動應當發揚的識見。
三是杜亞泉擁有報刊記者的時事眼光。
這使他能夠及時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性做出整體性反思。在西
方，“科學主義”神話的破產，“物質主義”的批判，社會進步論的幻滅，以及
“現代性的反思”，多半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的。這一時期的傑出思
想家，如西美爾、舍勒、懷特海、韋伯、别爾嘉耶夫，斯賓格勒、德日進、馬爾
庫塞，他們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反思，都是以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為背
景的，舍勒於一戰爆發之際發表的《戰爭的天才》，指出物質戰勝了人，變成
“機械殘殺”的工具，人類自身成了時代面臨的最大麻煩。斯賓格勒寫於一
戰期間的名著《西方的没落》認為，在“金錢”與“機器”統治下，人的精神創
造力消失了，所謂進步帶來了越來越多的資源耗費和環境惡化，西方文化
作為一個整體正在衰敗。這些思想家們的反思，有意無意間都涉及了人與
自然，人性與工業文明的衝突，因而具備了生態批評的傾向。杜亞泉作為
一位資深的報刊記者、編輯，身歷一戰的醖釀、爆發、結束全過程，他在此期
間發表了大量言論。如“自歐戰發生以來，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的發明之
利器，戮殺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為吾國的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
界從來所未有” 。杜亞泉的關於東西方文明優劣之比較研究，關於人類文
明之趨向之判斷，應是在總結一戰教訓基礎上展開的，這也就使得他的思
想觀念中充滿了敏鋭而又不自覺的生態批評精神。
四是内斂、沉著、冷靜、審慎、善疑、多思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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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２８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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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學創作來説，有一句名言 “風格即人”，即人的個性。那麽學者
的個性與學者的治學有無關係呢？恐怕不能説没有關係，對於盧梭與杜亞
泉這樣自學成才的學者來説，關係更大，幾乎是決定性的。杜亞泉去世後，
親友對其性情、為人有許多評價。蔡元培描述他：“君身頎面瘦，腦力特鋭。
所攻之學，無堅不破，所發之論，無奥不宣。有時獨行，舉步甚緩，或諦視一
景，佇立移時，望而知其無時無處無思索也。” “先生雖專攻數理，頭腦較
冷，而討尋哲理針砭社會之熱誠，激不可遏。” 胡愈之在追悼文章中寫道：
“先生生平自奉之儉，治學之勤，待人之和藹，處事的果敢，無不足為青年人
效法。” 他的兒子回憶説：父親是一位既嚴肅又慈祥的老人，不苟言笑，衣
著古板，刻苦自學，勤奮寫作，自奉甚儉，立志不當官，不經商 。對照上述
評説，結合他自己的大量著作，我們不難看出杜亞泉是一位勤學多思、敏鋭
善疑、冷峻内斂、自奉儉約、甘守清貧、淡於名利卻又能仗義執言的人。這
樣的人並不適合商業社會的競爭，反而屢受其害；這樣的人也不可能投身
革命運動的戰場，而只會提出一些建言與清議，説到底他還只是變革時代
一位堅持獨立思考、堅持自由發聲的書生，或曰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人已
經溢出啟蒙時代主流意識之外，反而與生態時代的精神氣息更為接近。陳
獨秀、李大釗、吴稚暉以及丁文江、胡適，這些中國社會傑出的啟蒙思想家，
依其豐富的知識，堅定的信念，努力奮取的鬥志，在當時何以不能意識到人
類已經面臨的生態問題？只能説是現代化的強光，遮蔽了他們的視線，内
在的局限使他們一股道疾馳在想象中的社會進步的“金光大道”上，相對於
他們，杜亞泉就顯得更柔弱也更複雜些，更矛盾也更豐富些。柔弱，複雜，
豐富，不也正是地球生物圈的屬性嗎？
回望歷史，杜亞泉是清末民初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一位嚴肅認真、品節
高尚、見地卓越的文化人、思考者。他或許尚未成為像盧梭乃至在中國稍
遲於他的梁漱溟那樣的大思想家，他有他自身的弱勢與局限性。自學成
才，使他免受學院派的約束，也使他的某些術語、概念的運用流於隨意性，
對此他自己也曾做出反省：介紹諸説，多輾轉迻譯，不免謬誤；摘要舉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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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 ３ 頁。
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 ６ 頁。
田建業編：《一溪集》，第 １２ 頁。
③ 許紀霖、
田建業編：《一溪集》，第 ４１—４３ 頁。
④ 參考許紀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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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粗遺精，時以記者之見地，妄為取捨 。他的有機、統整、調適、接續的
思維方式使他在分析問題時透遞出許多寶貴的現代生態批評的思想光芒，
但他身處的時代，自然生態在中國尚未成為重要問題；就西方社會而言生
態學的人文轉向尚未啟動，因此，杜亞泉在論及生態問題時，常常還是站在
人類中心的立場上，未能達到更深的層次。杜亞泉不組黨，不結盟，不像陳
獨秀那樣有強大的組織力量支撐；他雖然熱衷於建學校辦教育，無奈總是
艱難多舛以失敗告終，這又使得他不像胡適那樣門徒、弟子遍佈四海。所
以，在他去世後，他的學説以及他的存在很快就消失在中國社會大變革的
洪流中，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更是中國思想界的不幸。
①

三、２０ 世紀初中國的文化選向及人類新文明建設
世紀初，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之際就文化選擇而言，一度曾存在三個
向度：守舊主義、漸進主義、激進主義。固守傳統、泥古不化的守舊主義很
快就潰不成軍敗下陣來。此後，持續不斷的主要是漸進主義與激進主義的
論戰。首場大規模的論戰即爆發在 《東方雜誌》與 《青年雜誌》（後改名為
《新青年》）之間的“東西文化之爭”。據相關專家統計，這場爭辯從 １９１５ 年
起延續十餘年，先後參與者數百人，發表文章近千篇，對以後中國近現代的
文化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論戰的主將，激進主義一方是陳獨秀，漸進一
方是杜亞泉。所謂“激進”、“漸進”，當時的主要分歧在於對待西方外來文
化與本土民族文化的態度。
陳獨秀持全盤西化的立場，對歐洲啟蒙運動以來卓有成效的 “科學主
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文化理念推崇備至，竭力主
張以西方現代文化取代中國的傳統文化，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一個“新中
國”。杜亞泉則採取兼收並蓄、調和折中、統整接續的立場，主張既吸收西
方現代文化的特長又要避開其已經顯露的弊端，同時吸納接續中國傳統文
化的精華，選擇中西文明融合的道路，以漸進 “改良”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
現代化的進程。
２０

②

①
②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 ４８ 頁。
陳崧主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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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論戰的稍後階段，梁漱溟曾提出文化選擇的三個路向，一是“意欲
反身向後要求”的印度文化，一是“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一是“意欲
自為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他的文化立場顯然是站在杜亞泉一邊的，有甚
於杜的是，他斷定“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年輕氣盛的梁
漱溟的這些論斷不免有些粗疏武斷，但胡適在批評他時，連東西方文化之
間的差異也否定了，認為世界上的文化不過大同小異，不存在性質的差别，
只存在落後、先進的程度。當然，胡適認可的代表人類同一屬性的文化是
西方文化，居於先進地位的也是西方文化。這場轟動一時的文化論戰以杜
亞泉、梁漱溟的失敗告終。梁漱溟在不久後辭離北京大學到山東菏澤教中
學去了；杜亞泉竟因此被免去《東方雜誌》主編的職務。而陳獨秀與胡適隨
後都成為引領時代的風雲人物。中國社會在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選擇了
由歐洲啟蒙理性主導的以“科學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
義”為内涵、以“革命”為手段的激進主義文化路向。
從 １９１５ 年展開的這場文化論戰，到如今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一百多年
間，中國社會經歷過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兩次世界大戰、國共兩黨的
合作與決裂、新中國成立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
命，直到最近 ４０ 年的經濟建設高潮。其中的成敗功過當然不是一篇文章
所能夠説清楚的。可以大體做出判斷的是：中國社會的變革是巨大的，成
就顯著，問題突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就與問題就文化層面上來説，
當然不能全部歸結於啟蒙時期的激進主義，但與在現代化進程的起跑線上
選擇了激進主義路線密切相關。國内文化學者陳來就曾指出：“可以説，整
個 ２０ 世紀中國文化運動是受激進主義所主導的。” 農業問題專家温鐵軍
將其一部總結中國農村現代化的著作命名為《告别百年激進》，他認為中國
農村現代化的教訓就是激進主義主導了整個過程。而這一過程，正是以
１９１５ 年的東西方文化論戰為起點的。
激進主義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趕超心態”。中
國與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既然僅僅是時段與發達程度上的，那就是説我們
可以在同一條道上通過自身努力趕上甚至超越過去。陳獨秀早在 １９１７ 年
就主張：“西洋種種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國所及。但就經濟能力而言，我們
①

②

①
②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１４ 頁。
陳來：《傳統與現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６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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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萬萬趕不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無法可以救亡。” 孫中山也把其
建國大計寄託在對於西方的趕超上，他相信人力完全可以超越自然進化，
只要發揮出火一般的革命意志和創造精神，中國就能夠 “壓縮”許多進化
“階段”，神速地達到“進化”的高級階段，後來居上，超過歐美，並成為世界
進化新潮流的領導者 。孫中山去世早，尚未來得及實施他的趕超學説，而
他的後繼者毛澤東卻把這一學説發展到了極致。在 １９５８ 年的 “大躍進”
中，毛澤東提出了要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上七年超過英國，十五年趕上
美國，後來又將時間縮短為三到十年。激進的夢想落實為揠苗助長，結果
只能是慘重的災難。我是當年全民“大煉鋼鐵”的親歷者，為了實現這一趕
超目標，家裏灶房的鐵鍋、牆上的鐵釘都拿去煉鋼，周邊的大樹全都砍去做
了燃料。勞民傷財，煉出的不過是一堆廢鐵。“大躍進”後隨之而來的是
“大饑荒”，千萬人死於非命，震驚了整個世界。
激進主義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把 “鬥爭”絶對化。杜亞泉以 “靜的文
明”與“動的文明”形容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差異。他列舉的 “動的文
明”的首要屬性即“競爭自烈”、“對抗紛爭”、“戰爭為常態，和平其變態”、
“以競爭勝利為生存必要之條件，故視勝利為最重，而道德次之”。而中國
的傳統文化則重在 “勤儉克己，安心守分”、“清心寡欲”、“與世無爭”。陳
獨秀完全否定這一劃分，李大釗倒是認可杜亞泉的説法，只是他對中國的
“靜的生活”持否定態度，認為只有“棄其從來之一切靜的生活，取彼西洋之
一切動的生活；去其從來之一切靜的文明，迎彼西洋之一切動的文明”，方
能夠救中國。他號召青年一代行動起來，迎合世界潮流，將中國由靜的國
家改變為動的國家 。此後，競爭、對抗心態迅速在中國社會蔓延開來，更
加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説的活學活用，遂生成一種愈演愈烈的 “鬥爭哲
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外鬥加内鬥，“階級鬥爭”、“路線鬥
爭”一度成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頭等大事，政治鬥爭運動每隔七八
年就要來一次，“灑向人間都是怨”，嚴重地破壞了國家與民族的安定團結。
激進的功利主義干擾了科學文化教育界的健康發展。在這場論爭中，
《東方雜誌》陣營中錢智修的《功利主義與學術》一文也成為激進派猛烈攻
①

②

③

陳獨秀：《獨秀文存》，第 １０７ 頁。
見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１２３ 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３８ 頁。
③ 《李大釗全集》第二卷，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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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的靶子。錢文認為中國受西方文化影響最大的是 “功利主義”。由邊沁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穆勒（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等人創始的功利主義是一個内容
極為繁富的學派，中國文化界在引進這一“功利主義”學説時已經功利主義
地將其大大簡化了，大抵只剩下“實用”、“急用”、“對大多數人有用才有價
值”的條文。錢文列舉了此類功利主義在中國學術界引發的種種弊病，如：
僅把應用價值作為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有害於學術的；學術受制於應用將妨
礙學術之獨立；“文化重心，自在高深之學，所謂普及教育，不過演繹此高深
學問之一部分，為中下等人説法耳”；“功利主義之最大多數説，其弊在絶聖
棄智。使學術界無領袖人才”；“唯以國家之力助少數學人脱離社會之約
束，俾得從容治學”，學術才有精進之望 。對於錢文，陳獨秀卻大不以為
然，他認為“人世間去功利主義無善行”，針鋒相對地提出中國應該“徹頭徹
尾頌揚功利主義”的口號 。百年過後，從今日的實際狀況看，中國大衆的
普及教育以及科學技術的普及應用都取得了顯著成績，但高等教育的品質
及基礎理論研究的水準始終落在世界後面；無論自然科學還是人文學科，
堪稱“學界領袖”的學術大師越來越稀缺；不少重大核心科學技術多停留在
借用仿效階段，缺乏自主創新能力。追根溯源，不能説與現代中國在科技
文化教育界長期持守的急功近利的激進思維模式無關。
激進主義的現代化運動嚴重地破壞了地球生態。發生在 ２０ 世紀初的
這場文化論戰，關於人類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判斷，激進派顯然也壓倒了杜
亞泉的温和派。文化史學者王中江對中國激進主義革命派的宇宙觀曾做
出以下描述：“革命派對宇宙自然與人類社會的二重處理方式，最終也落腳
在人類社會對於宇宙自然的優越、人類社會與自然的不同上”，“他們的‘意
圖’是要通過人類與自然的二元化，把人類從被動的自然秩序之下解放出
來，使之成為‘創造’進化的積極 ‘主體’”。在陳獨秀那裏，“人類主體”被
表述為：“以人勝天，以學理構成原則，自造禍福，自導其知行”。陳獨秀的
這一觀念並非他自己的發明，而是啟蒙理性的核心，即人類憑藉自己獨有
的“學理”高居自然之上，戰天鬥地，為自己謀取福利。這一簡單不過的邏
輯，既是啟蒙理性的核心，也是生態災難的源頭。中國社會在現代化伊始
選擇了這一發展邏輯，也就為此後的生態災難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乃至付
①

②

①
②

陳崧主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第 ５０、５２ 頁。
陳崧主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第 ７５ 頁。

·２７８· 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二輯

出慘重的代價。至於當前的生態災難嚴重到什麽程度，報紙網路天天都有
大量報導，本文不必再一一列舉那些統計數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切身體
驗。總之，連吃飯、飲水、呼吸、生殖、繁育這些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保障都
已經成了大問題。“先污染，後治理”實際上成為中國當代經濟建設領域的
潛意識。若是仔細考慮到經濟高速發展的生態成本，改革開放的紅利就不
得不大大打個折扣。
以上四點只是擇要説明激進主義給中國現代化進程造成的傷害。雖
然説以啟蒙理性為核心的西方現代性理念自身就存在許多問題，但中國的
問題更大程度上是長期將這一啟蒙理念付諸單一地、片面地、過激地實踐，
而且從來缺少認真地反思。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類做出的第一次重大反思是在第一、第二次世
界大戰犧牲掉數以千萬計的人類生命之後。這次反思以西方學者為主，對
西方現代社會賴以存在的思想基礎進行了全面的、徹底的反思與批判，其
中就包括曾經被杜亞泉“漸進主義者”懷疑、質問過，被陳獨秀“激進主義”
褒獎、頌揚過的“科學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實用
主義”以及 “機械唯物論”、“直線進步論”等等。為了矯正西方社會的偏
頗、挽救現代社會的敗落，西方的一些著名學者也曾把目光轉向世界的東
方。我甚至猜想，德國思想家馬克斯·舍勒（Ｗ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在當時似乎就已
經察覺到中國思想界的論爭，以及論爭中不同學者關於東西方文化的不同
立場：
特别是中國和日本等國中的某些階層今天正竭盡全力去掌握歐
洲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去掌握相應的工廠化生產方式和經商方式，
因而資本主義機制普遍化看來是近在咫尺了；然而，儘管如此，近些年
來這些民族的更為高貴的代表們已知道，這種錯誤的所謂“歐化”只能
觸及心靈和生命的皮毛，對於種族相應的、出自民族自身歷史的精神
性基本態度（在宗教、倫理、藝術中一切屬於生命意義的東西）卻依舊
毫未觸及。……這些國家中的佼佼者還知道：西歐作為信使把資本主
義“精神”作為自己最後的光束帶給這些國家，而這一精神之根，就是
説，在西歐的中心本身，這一 “精神”正在慢慢衰亡。這些國家中都有
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維約夫、托爾斯泰：他們帶著諷刺的微笑
瞧著本土市民群衆的歐化狂潮勁兒，因為他們知道，正當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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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衆將為勝利、為自己的國家與歐洲一樣實現了文明而歡呼時，朝
他們迎面走來的 “舊的”歐洲此時卻正在垮下去，正將讓位給一個新
的、更高貴的歐洲。
①

舍勒的這段話顯然是在批評一味追隨西方“全盤歐化”的“某些階層”，
因為他們看不到西方在其現代化道路上已經惹下要命的麻煩，紮根於啟蒙
理性的西方文化已經到了矯枉糾偏的時刻；舍勒同時又在點贊東方民族本
土思想家中那些“更為高貴的佼佼者”，認為他們著手設計的將是一個新時
代的新的文明。至於這個“新時代”的命名，舍勒進而説到：
如果我站在這個新時代的大門口題獻一個名稱，而這個名稱又將
包含著這個時代的總體趨勢的話，那麽，只有一個名稱在我看來似乎
是適應的，這就是“協調的時代”（Ａｕｓｇｌｅｉｃｈ）。
②

舍勒認為這種“協調”將在自然界、物理界、精神界的各個層面展開，其
中包括種族間緊張關係的協調、東西方不同文化群落之間的協調、原始文
明與高級文明之間的協調、科學技術知識與人文精神之間的協調等。
對照舍勒的評析，對照杜亞泉執守的“統整”、“調適”理念，在 ２０ 世紀
初中國思想界發生的這場事關中國前途的論戰中，誰是“歐化狂潮”的激進
者，誰是深謀遠慮的“佼佼者”，不就一目了然嗎？
地球人類第二次面臨的生死選擇，該是自 ２０ 世紀中期逐日逼近的全
球性生態危機。較之上一次的反思，這一次的反思體現出更為廣闊也更為
深刻的世界性的視野。
愈演愈烈的生態危機逼迫人們不得不做出重大選擇：人類將進入一個
與以往不同的新的歷史時期，一個新的文明階段。相對於由啟蒙運動開創
的工業文明及現代社會，這一 “新文明”就是 “生態文明”，這一 “新的歷史
時期”就是生態時代。
最初做出這一判斷的是奥地利學者、系統論的創始人路德維希·馮·
［德］馬克斯·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８１ 頁。
第 ２１５ 頁。
② ［德］馬克斯·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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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塔朗菲（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他在 ２０ 世紀 ５０ 年代就宣告：由文藝復
興和啟蒙運動開創的西方文明已經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的偉大創造週期已
告結束。新的文明，將是一種生存的智慧，一種生態學意義上的文明。生
物學的世界觀正在取代物理學的世界觀。“１９ 世紀的世界觀是物理學的世
界觀……同時它也為非物理學領域———生命有機體、精神和人類社會提供
了概念模型。但在今天，所有的學科都牽涉到‘整體’、‘組織’或‘格式塔’
這些概念表徵的問題，而這些概念在生物學領域中都有它們的根基。”“從
這個意義上説，生物學對現代世界觀的形成做出了根本性的貢獻。” 另一
位傑出的思想家 Ｅ·拉兹洛（Ｅｒｖｉｎ Ｌａｓｚｌｏ）則指出：這是人類史上繼“農業
革命”、“工業革命”之後的“第三次真正的革命”，即將來臨的時代是一個
“人類生態學的時代” 。
對照上述當代西方思想家的言論，我們再去仔細研究 ２０ 世紀初發生
在中國的那場“東西方文化大論戰”，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杜亞泉的融匯中
西、統整古今、調適漸進、人與自然共生的主張更具前瞻性，更吻合生態文
明、生態時代的精神。哲學的功用是緩慢的，思想並不總能“立竿見影”，而
是往往要潛伏很長時間纔會顯現其意義與價值。
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起伏跌宕、波譎雲
詭，許多時候就像中國京劇 《三岔口》中的表演，充滿隔膜、偏執、誤讀、臆
測。而且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等。 比如，伊莉莎白 · 迪瓦恩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Ｄｅｖｉｎｅ）等人編纂的《２０ 世紀思想家詞典 》是我案頭常備的工具書，其中收
録的思想家共計 ４１４ 人，但東方僅 ４ 人，其中印度 ３ 人，或許還是沾了英殖
民地的光；日本 １ 人；中國則完全缺席 。編纂者如果不是出於傲慢，那就
是出於知識的嚴重欠缺。面對生態時代的到來，這種情形可能將要發生根
本性的改變。生態危機的全球性、後現代時期信息傳播的高效性，已經為
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充分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在即將到來的生態時代，無論西方或是東方，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思想
家與知識分子精英之間的基本見解正在日益趨向一致。時過百年再來回
顧中國上個世紀初展開的那場事關中國命運的文化論戰，經驗與教訓都已
①

②

③

［奥］貝塔朗菲著：《生命問題—現代生物學思想評價》，北京：商務印書館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 頁。
［美］拉兹洛著：《布達佩斯俱樂部全球問題最新報告》，第 １０６ 頁。
２０ 世紀思想家辭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③ 見［英］伊莉莎白·迪瓦恩等人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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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大抵清楚。反思這場論爭，不但有益於當下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同時
也會有益於世界新時代文明的創建。其中，異類思想家杜亞泉啟蒙理念中
藴含的生態意識就更值得我們珍視、發揚、傳承。
（作者單位：中國·黃河科技學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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